
《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评述 

别、昌武 

杨维中教授八十余万字的大著 《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月第 1版)出版，是 

佛教研究的新收获，值得重视。这部新著作为杨教授多年辛勤研究成果，讨论的是中国佛教史的重大课题，成 

绩是多方面的。作者的著述态度和研究方法亦值得称许。只要简单翻阅这部书，就会知道作者下了多么艰苦、 

扎实的功夫。在时下治学普遍浮躁空疏的风气中，这种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至于研究方法，如作者所说， 

“特别着力于全面的文本解读和文本诠释方法的应用”(《作者的话》第4页)。这种综合使用 “文献考据”和 

“理义辨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似有些保守、拙朴，但是寻本讨源，实事求是，对于基础研究是行之有效的。 

就固陋所见，有关如来藏思想汉语文献的研究，工作做得较系统、深入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但从总体看，杨教 

授这部书就论述的系统、全面、详密看，是超出此前中外学者的论作。 

关于唐宋以来的思想发展，钱穆有个论断： 

⋯ ⋯ 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一千数百年，广东有六祖，福建有朱子，几乎掌 

其枢纽，汇为主流；其影响力之大，其它各地区，皆莫与伦比。① 

这里 “六祖”慧能是禅宗代表人物，“朱子”朱熹是理学代表人物，这两派思想确乎主导了中国历史所谓 “近 

世”时期的思想、学术潮流——当然客观地说，佛教的禅不能和理学相比。又众所周知，中国禅宗宗义是奠基 

在大乘佛性论特别是如来藏思想的基础之上并加以发挥的。贾晋华在其近著 《古典禅研究 中唐至五代禅宗发 

展新探》(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版，2010年)里辟专章 《古典禅教义及实践》阐发这一课题，可以参看。仅凭 

这些 ，就可以肯定如来藏思想不仅对于中国佛学，对于中国一般思想、学术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重要的。 

杨教授这部书前面是说明著述宗旨的 《导言》，以下分五章，内容分别是：第一、二章 《如来藏经典的形 

成》；《早期如来藏经的思想及其在中土的影响》，重点论述了 《如来藏经》、《胜鬟经》等七部经；第三章 《(大 

般涅槊经)的主要内容及其如来藏思想》篇幅较长，论说也更细致，这是因为 《大涅槊经》对于大乘佛性思想 

论说充分，在中国发挥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而深远；第四章 《后期如来藏经的思想及其在中土的影响》，分别论述 

《圆觉经》、《楞伽经》、 《楞严经》等三部经；第五章 《如来藏论典的思想及其影响》，分别论述 《宝性论》、 

《佛性论》、《大乘起信论》等三部论；最后是 《结语：如来藏思想与 “本体”论》；附录 《参考文献》。从上述 

内容可以知道，这部书以汉语如来藏经论为探讨主要对象，按历史顺序分为早、中、后三期，重点在这些经论 

的内容及其在中国的传布、如来藏思想的发展及其所发挥的影响。这无论对于中国佛教史还是一般的思想史以 

至文化史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在这部书里，作者对于如来藏思想在整个佛教中的地位的基本看法是：“如来藏思想是在中观思想日益成熟 

的情况下，将小乘 ‘心性本净’说与大乘佛陀观相结合而出现的”。(第46页)这也是全书立论的基点。确立 

这个论点，作者首先力破古今各种 “判教”体系中对于如来藏思想的地位的论断。关于历史上 “判教”的局 

限，作者指出：“中国佛教的判教并非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究，而是带有创立宗派性质的创造性 

诠释活动”(第39页)；进而又指出：“在印度佛教中只存在如来藏系经典之流传，而并不存在独立的、可以与 

‘空’、‘有’二宗并立为三的如来藏流派” (第 44页)。依据这样的看法，就不能把如来藏思想看作是印度佛教 

思想体系的一个分支，而肯定它是自部派佛教的 “心性本净”说、经大乘佛教佛性论逐步发展、进而融人中国 

佛教各学派、各宗派的整个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这样的结论超脱了传统佛学 “判教”纷争的纠缠 ，在更广阔 

的历史背景上确立如来藏思想的重要地位，从而提出一个佛教思想发展的主导脉络。这种看法或许还有进一步 

讨论、发挥的余地，但对于如何捕捉佛教历史活动的主导线索，如何把握佛教思想发展的脉络并从中总结历史 

规律，是多有启发的。回想二十多年前，哲学界曾探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问题，论争集中在是儒家还是道家。 

① 《谈闽学——寿语堂先生八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3卷第224页，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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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中国思想发展的主体，对于认识中国思想史、写作中国思想史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同样，弄清佛教 

思想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于认识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思想 、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历史关系是十分重大的。 

这部书对于如来藏思想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的基本看法是：“如来藏思想在中土最终占据佛学的主流。”(第 

49页)。如著者指出，“如来藏”一语往往被等同于 “佛性”，不过 “佛性”概念函盖更广。如来藏思想可说是 

大乘涅柴佛性思想充分发展的形态。对于中国思想的历史发展来说，外来佛教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 

最有价值、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是它的心性理论。人们耳熟能详的范泰、谢灵运所谓 “必求性灵真奥。岂得 

不以佛经为指南”(《何令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一一)，正清楚表明了对于这一点的清晰自 

觉。就中国思想整体发展说，魏晋是中国思想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 ，其主要特点是人的 “个性” 的觉醒。鲁迅 

在他的名作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精辟地说明了思想史的这一重大进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 

思想背景中，大乘涅榘佛性思想输入。小南一郎论述道教神仙思想的新发展，说到大乘佛教佛性思想的作用： 

佛教在大乘佛教新的大发展中，导入了任何人都得以成佛这一前所未有的看法。在此之前，佛是超然的存 

在，修行者无论怎样努力最多只能或得阿罗汉果，根本谈不到成佛。在这样的精神史的状况之中，一种认为经 

过自己的努力即可得佛果的革命的思想孕育出来了，以这种新的精神水平为基础，佛教大大向前飞越了。① 

大乘佛教的佛性新说影响道教，推动了人人可以成仙观念的发展；在儒学中，则是人人可以成圣。正是陆续输 

入的如来藏经论给这种肯定人的本性完满具足和人本来具有实现这种完善的超越能力的观念提供了更充实的理 

据。它们适应中国思想发展的需要，因而受到普遍欢迎。从南北朝后期到隋唐，杨教授所说如来藏思想后期经 

论 《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出现，其思想实际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佛教本是佛教 “中 

国化”的成果，几个理论内涵更丰富的宗派，如天台、华严以至禅宗都讲佛性，都以如来藏思想做为立宗的主 

要典据、基本资源。这样，杨教授这部书对于厘清中国佛教思想发展脉络，对于认识佛教给予中国思想、文化 

的贡献提出了有说服力的、重要的见解。书中专章论述了 《大涅檠经》的佛性思想，揭示这部大乘经在如来藏 

思想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土的巨大影响；讨论 《楞伽经》也用了较多篇幅，把它看作是如来藏思想发展 

后期的总结性著作，也特别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它对禅宗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国佛教的特质 

在禅，也特别体现出如来藏思想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 

值得称许的还有研究方法。作者立意做 “正本清源式的剖析” (《导言》，第7页)。作者所指的 “本”和 

“源”，就是阐述如来藏思想的十四部经论。对历史的研究，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弄清对象本来面目都是第一位 

的工作。后世当然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历史研究 的根本动机只能是为不断接近这一 目标作出努 

力。佛教研究可供使用的的传世材料不外乎两大类：地上和地下的实物遗存和堆积如山的庞大文献群。而有关 

思想研究 ，基本文献的解读就更为重要。稍经尝试的人都知道 ，佛教典籍名相艰深，论说繁复，加之异见岐出， 

异文众多，这种基础的解读工作既困难又乏味。杨教授这部书的主要篇幅用于基本文献的疏释。对于所讨论的 

十四部经论的每一部书，基本都是首先讨论其传译、版本、流传情况，包括译人、译时、译出背景、异译和真 

伪的辨析等；在此基础上叙述每部经论的内容要点；最后论述其对于如来藏思想发展的具体贡献及在后世流传情 

形、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在论述过程中，详细引录原典文字，有异译的经论多出异文，相互参照，加以讨 

论，做到言必有据。其中有的经如 《央掘魔罗经》历来的研究较少关注，又没有前人注疏可以参考，解读更为困 

难。而如 《胜矍经》、《大涅檠经》，古人疏释和近人研究成果过多，如何分疏摘取，出以已意，更需要真知灼见。 

这种详实的解读功夫，避免架空立论或主观臆说，把论点、论据牢固地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如此对于文本的解 

读、分析，也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也突显出前面提到的作者在治学态度与学风方面做出的努力。 

这部著作整体上具有相当的论战意味。这是因为百余年来佛学研究中涉及如来藏思想不断论争，这种争论 

总体上又关系研究中国佛教 的观点和方法，影响巨大。早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相关经论的辨伪 (关于 《楞严 

经》、《圆觉经》和 《大乘起信论》三部书的争论犹为激烈)。这部书把断定某些经论为伪的学者归纳为 “中国 

的 ‘反传统’阵营”，实际参与者不只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人和西方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则 

有力主 “批判佛教”一派，肇端者是日本学者，又得到相当数量西方学者的相应。他们把一批主要的汉语如来 

藏经典判定为 “伪经论”，进而颠覆中国佛教为 “非佛教”。作者通过对如来藏经论的具体分析，证明如来藏思 

想乃是 “真佛教”的核心内容，并且构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脉络。如上所述，这对于认识和厘清中国佛教 

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① 《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第230页，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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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评论◎ 

不过本书大力探讨相关经论的真伪，似有可议之处。本来辨伪是佛教经录著述所考察的一个重点，也是百 

余年来中外佛教研究论争的一个侧重点。辨析经论 “真伪”原本主要有两方面用意：一是 “判教”中需要首先 

剔除中土伪撰，进一步判定哪一部经才是佛陀最终了义说法，从而确定建立学派、宗派的典据，这是以信仰为 

前提必须作的；再一种是为了探求佛教史在中国的真实传播、发展状况，区分外来译本和本土撰述，进而了解 

外来佛教在中土传播及其 “中国化”过程，这也是佛教历史研究应当作的。但是，如果讨论仅限于中国本土佛 

教思想的发展，具体汉语佛典的所谓 “真伪”关系就不大了。佛教本来是开放的文化系统。全部佛教典籍是经 

过漫长时期、在佛教传播的广阔地区不断创造出来的。就汉语佛典说，不论是外来翻译的，还是本土创作的， 

都是中国佛教长期发展遗留的、记载其发展实态的文字材料，无所谓本来意义的 “真伪”。外来翻译的和本土撰 

述的价值和意义是等同的。这还不只是学术研究中所谓伪材料具有真价值之所指，实际中土撰述就是中国佛教 

的真经典。有些学者通过推断经论之伪，进而认定中国佛教之伪，是一种凝固、偏颇、形而上学的做法。而且 

又必须承认，这十四部经论中有几部是否中土撰述，依靠现有材料还不能确定。杨教授一概判定都是外来译本， 

结论还下得过早。例如对于 《圆觉经》和 《楞严经》，作者说：“这两部经不会是中土伪撰，而是如来藏思想的 

集大成者，是后期如来藏思想的成熟之作。”(第28页)实则在这个判断里，是否 “伪撰”与是否 “成熟之作” 

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来藏思想在中土发展，中土人士撰作出更成熟的著作，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无 

碍于肯定这些经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而且符合宗教在不同国度、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创 

新的规律。 

另外，这部书阐述如来藏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基本限制在佛教范畴之 内，即主要是说明对于中国佛 

学思想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 ，两晋以来，随着佛教被社会上下广泛接受，特别是 

得到知识阶层相当普遍地欣赏、认同、信仰、借鉴、发挥，从而对思想、文化领域更广阔的层面逐渐发挥十分 

重大的影响。例如前面引述小南一郎的话表明的，大乘佛教，特别是它的心性理论的传播，对于道教新神仙思 

想的形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又众所周知，汤用彤论述竺道生的贡献，指出他实开宋明理学的先河 ，而竺道生 

正是涅粲佛性思想的杰出的接受者和发挥者。充分阐发如来藏思想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可以 

进一步探讨、明确它对于对于中国历史更广泛层面发展的作用与贡献。当然，这是另一个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有理由期待杨教授拓宽研究领域，学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 

(作者孙昌武，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评余欣 《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 

游自勇 

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里，余欣教授以其广博、深邃在年青一代学者中引人瞩目。《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 

学术、信仰与社会》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导论外，正文分上下两编，收入作者从 2005年以后 

发表及未刊的论文 1O篇，除第二章是与人合撰外，其余均为作者独立完成 ，并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上编题为 “写本时代的学与术”，包括五章。 

第一章 《史学习染：从 (汉书)写本看典籍传承》，原题 《写本时代知识社会史研究——以出土文献所见 

(汉书)的传播与影响为例》。① 作者从考证敦煌吐鲁番出土的 《汉书》和 《汉纪》写本入手，探究精英阶层传 

习 《汉书》的方式、《汉书》如何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汉书》所承载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规训如何渗透人民众的 

日常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与以往单纯从史学史、文献学角度考察 《汉书》文本不同，作者引入了知识社会史的 

视角，将 “写本时代”的文本特质蕴涵其中，要考察的是经典知识如何在社会上传播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其 

立意明显受到了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取向的影响，故其使用的材料除了正史、墓志外，亦延伸至敦煌蒙书、类 

① 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第 l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3—_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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